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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敦煌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杨际平
我接触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始于1980年，时正以不惑之年，师从韩国磐先生学习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一次偶然机会我在图书馆阅览室看到了《敦煌资料》第一辑，便深深地被它所吸引，直觉告诉我，这是研究北朝隋唐经济史、研究北朝隋唐均田制实施状况的绝好资料，从此我便一头扎进去，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汉唐经济史便成为我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当时学校图书馆阅览室所能见到的敦煌资料也只有《敦煌资料》第一辑这一种，除此之外，线装书库还有《敦煌缀琐）、《沙州文录》、《沙州文录补》、《敦煌石室碎金》、《敦煌石室真蹟录》、《敦煌秘籍留真新编》、《敦煌变文集》等，为数也非常有限，可谓屈指可数。后来听说日本已出版池田温的《中国古代籍帐研究》，我便急忙从北京熊德基先生处复印了一份，视为至宝。我于1981年完成的研究均田制实施状况的硕士论文基本上就是靠这些资料写成的。当时可参考的论文，主要是日本学者的论文、论著，国内学者写的，为数不多。当时我们曾多次建议校图书馆买《敦煌宝藏》或敦煌文献的显微胶卷，可惜都未能如愿。
80年代以后，各种敦煌学的书籍开始大量出版。利用敦煌吐鲁番资料研究北朝隋唐均田制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1981年1991年，《吐鲁番出土文书》1－10册与《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1－5辑，先后出版。我也就利用这些资料，在自己硕士论文基础上，于1991年出版了《均田制新探》（2003年修订再版时改名为《北朝隋唐均田制新探》）。这期间我还利用敦煌吐鲁番资料研究了北朝隋唐赋役制度、租佃制度、会计制度、家庭家族关系等等。利用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研究社会经济史成为我的主要研究方向，可以说，我受敦煌学之惠夥矣。
我在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社会经济史的实践中，深切体会到研究社会经济史必须是传世文献与出土文书相结合，两条腿走路。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有很强的互补性，可以相得益彰：传世文献中有关政治史的资料相对较多，有关社会史、经济史的资料则很少，而且不大具体。出土文书则相反，有关政治史的资料相对较少，而有关社会史、经济史的资料就很多，并且很具体；传世文献有关州郡以上层级和社会上层的资料多，反映乡里基层与社会下层的资料少，出土文书则相反，基本上都是反映乡里基层与社会下层的资料，反映州郡以上层级（特别是中央政权）和社会上层的资料绝少；传世文献，特别是正史，关于典章制度的记载较多，关于这些制度的实施状况的资料很少。出土文书又恰好相反。出土文书还有一个特点，这就是它是原始的、实证资料。传世文献都是要给别人看的，经过作者的加工。因为经过作者的加工，所以既可能更有参考价值（廿四史、政书等等即如此），但也可能因此失真或部分失真。出土文献除墓志、碑刻等外，并不准备留给后人看，而是无意中留传下来的，这类出土文献都是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的原始记录，是研究当时社会经济状况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但出土文书往往残缺不全，背景不明，如果对传世文献（特别是其中的典章制度）不熟悉，就很难宏观把握，准确应用，充分发挥其史料价值。所以，研究敦煌学，利用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又须臾离不开传世文献。
研究敦煌学，利用敦煌吐鲁番资料还要注意其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普遍性与特殊性都是相对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敦煌吐鲁番文书所反映的情况也是如此。如唐代“均田制”下，敦煌、吐鲁番“均田户”的户籍、手实，都按《唐令·田令》的规定登记各户的应受田、已受田、未爱田，应受田对象、各种应受田对象的应受田额也都符合《唐令·田令》的规定；民户“初授田”时，如唐贞观十四年九月李石柱户、安苦（左口右知）延户手实所示，将各户原有田土登记为各户的已受田；土地还授之际，各户的田土进行记帐面调整，凡此也都符合《唐令·田令》关于“先有永业者通充口分之数”与“其退田户内有合进受者，虽不课役，先听自取”的规定，由此又导致各户的“已受田”，无论是按户计，或是按丁计，都极不平均；永业田常足，口分田常不足，无永业田者悉无口分田；兄弟分家时，平分“已受田”，各人所得份额大体相当，而不管他们应受田之多少，永业田、口分田、勋田也是通同计算；各户的田土相当零碎等等。凡此都表明唐代敦煌、吐鲁番“均田户”户籍、手实所反映的唐代均田制的实施状况无疑带有普遍性。虽然如此，它们又都有其特殊性：敦煌地区虽地水较宽，但各户“已受田”基本上都不足，但在户籍登记上却按宽乡标准计算应受田，吐鲁番地区为特狭乡，户均占有田土不足10亩。这些又都是其特殊性。唐代西州土地制度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这就是它同时存在着两种授田制：一种是我们习称的所谓的“均田制”，一种是“官田给百姓”制度。前者的令制依据是《唐令·田令》，后者的令制依据是贞观十六《巡抚高昌诏》。前者的应受田对象是丁男，十八以上中男，老男，笃疾、废疾，寡妻妾，以及黄、小、中男女及老男、笃疾、废疾、寡妻妾当户者；后者的应受田对象基本上都是丁男，偶及中男，绝未见老男、笃疾、废疾、寡妻妾，以及黄、小、中男女及老男、笃疾、废疾、寡妻妾当户者；前者的应受田标准是一丁60亩（20亩永业，40亩口分），黄、小、中男女及老男、笃疾、废疾、寡妻妾当户者35亩（20亩永业，15亩口分），后者是一丁合受田10亩，4亩常田，6亩部田；前者的田土都在本乡里，未见隔越在别乡、别县者；后者的田土常在它乡、它县，此乡之田土常授给它乡之人，而此乡之人又常受田于它乡、它县，各乡人氏的田土犬牙交错。两种授田制并存，反映了唐代西州土地制度的特殊性。但此种特殊性也是相对的。唐前期的兵制，既有府兵制，又有募兵制；选官制度既有科举制，又有门荫制等等；在赋税制度方面，既有租庸调制，又有户税、地税。唐前期的兵制、选官制度、赋税制度等既然都可以是几种制度并存，那么，唐代西州在田制方面同时并存两种授田制，就不难理解。现在我们虽然没有证据证明，除唐代西州外，其他地方也有两种授田制并存现象，但也无法排除这种可能性。《唐会要》卷八五《逃户》记：开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提出营公田的建议：“窃料天下诸州，不可一例处置。且望从宽乡有剩田州作法。窃计有剩田者，【不】减三四十州。取其剩田，通融支给。其剩地者，三分请取一分已下。其浮户，请任其亲戚乡里相就，每十户已上，共作一坊。每户给五亩充宅，并为造一两口屋宇，开巷陌，立闾伍，种桑枣，筑园蔬，使缓急相助，亲邻不失。丁别量给五十亩已上为私田，任其自营种，率其户于近坊，更供给一顷，以为公田，共令营种”。裴耀卿的建议如果被采纳，也就是均田制之外的另一种授田制。唐前期西州，丁男计租六斗，这也是唐代西州的特殊性，但就唐代边远地区而言，赋役制度不同于内地，则又带有普遍性。
我在接触敦煌学过程还有一个体会，就是感觉出土文书入门很难。出土文书多数残缺不全，接触出土文书还不多，对出土文书的行文格式、习用语等还不熟悉时，贸然利用，就很容易出错。记得我在初接触敦煌吐鲁番文书时，就曾将“合当乡”当作乡名；在排比唐代西州常部田分布情况，把不是高昌县的田土也当作高昌县的常部田；在研究吐蕃时期敦煌计口授田情况时，把“部落”置于“将”之下。或即因此，很多人明知出土文书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却徘徊于出土文书的门外，而不敢入其门。其实，研究出土文书，难就难在入门，一旦对相关的出土文书比较熟悉，对有关的典章制度也比较熟悉，利用起来就很方便，常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根据自己接触敦煌学的经历与体会，我想对今后敦煌学的发展提几点希望。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敦煌学研究的形势有了很大的发展。首先，各种敦煌学的书籍（包括资料汇编与研究成果）大量出版。大中型的图书馆，有关敦煌学的书籍可谓琳琅满目。现在要查找敦煌吐鲁番资料，比过去方便多了。为了敦煌学的继续发展，我希望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学人与出版社今后能协同出版更多的敦煌吐鲁番文献分类录文。现在虽已出版大量影印的敦煌资料，如《英藏敦煌文献》、《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保分所藏敦煌文献》、《俄藏墨水城文献》、《中国藏西夏文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淅藏敦煌文献》、《甘肃藏敦煌文献》、《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等等，但这些多是卷帙浩大的、以佛经内容居多的图版本，价格不菲，即使是较大型的图书馆，也很少都能买齐。较大型的图书馆如此，私人就更不必说了。这些卷帙浩大的、以佛经内容居多的图版本，对于敦煌学专业工作者来说自然非常必要，但对于不以敦煌学为主要研究方向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利用率恐怕不很高。事实上，我们也很难要求研究北朝隋唐五代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的学者遍览这些卷帙浩大的、以佛经内容居多的图版本敦煌文献。对于不以敦煌学为主要研究方向，而只是利用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北朝隋唐五代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的学者来说，更切合需要的还是分类辑校的录文本，如现已出版的《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蹟释录》、《敦煌契约文书辑校》、《敦煌社邑文书辑校》、《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敦煌变文讲经文姻缘辑校》、《敦煌变文集》等等。这些分类辑校的敦煌吐鲁番文献录文本，比较便宜，便于私人购买、收藏；卷帙一般不很大，也便于通读、利用。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接触敦煌吐鲁番文献，认识敦煌学的价值，在利用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研究北朝隋唐五代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方面取得显著成就，与这些分类辑校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出版，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分类辑校的敦煌吐鲁番文献可谓功不可没。也正因为如此，我希望今后能够继续加强这方面的出版工作，能出版更多的分类辑校的敦煌吐鲁番文献；已经出版的希望能不断予以充实、提高，以嘉惠更多的学人，进一步实现敦煌学的价值。
这些年，研究敦煌学的队伍日益壮大，敦煌学研究的专门机构与研究人员都比80年代初大有增加。现在从事敦煌学研究的中青年多数有硕士、博士学位，经过专门训练，大有作为。敦煌学研究不仅后继有人，而且会青出于蓝而更胜于蓝。再次，虽非以敦煌学为主要研究方向，而又利用敦煌吐鲁番资料或吸收敦煌学研究成果，从事自己的研究工作的学者也越来越多。这表明敦煌吐鲁番文献的资料价值越来越为广大学者所认识。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我希望敦煌学的这种发展势头能长期持续下去。我希望有敦煌学背景的学子能更多地接触传世文献资料，熟悉并掌握传世文献，为敦煌学的研究工作打下宽广坚实的专业基础，进一步提升敦煌学的研究水平；没有敦煌学背景的学子，能更多地接触敦煌吐鲁番文献，熟悉并利用敦煌吐鲁番文献，进一步提升相关学科的研究水平。
（刊于《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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